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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智慧城市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就获得世界各地不同

程度的重视，并已成为当前城市发展的新形态。中国的

许多城市，如宁波、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等，均已

将智慧城市建设纳入“十二五”规划中予以积极推动。

尽管智慧城市的建设能够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实现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但在建设过程中还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

难和挑战。例如，胡丽和陈友福认为，智慧城市的建设主

要面临核心技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风险以及衍生出的包括

社会、生态、文化等多方面的城市问题风险。[1]辜胜阻等

人则认为，我国目前的智慧城市存在差异性不够、研发不

足、应用能力差等问题。[2]陈友福等人则梳理了智慧城市

建设中可能存在的理念风险、技术风险、产业风险和社会

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规避对策和建议。[3]

在整理了国内外近期智慧城市相关重要研究的基础

上，董宏伟和寇永霞认为，智慧城市建设最大的挑战是

社会和文化上的分化与不平等。[4]从表面上看，智慧城

市是让居民接触到新的科技和技术。但实质上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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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可能只让一部分社会阶层获益。中低收入阶层，

由于缺乏接受和使用新兴信息技术的意愿和能力，可能

无法享受智慧城市的技术服务，因而无法从智慧城市的

建设中获益。[5]由此可见，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可能

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排斥问题。我国单独研究智慧城市

建设和社会排斥问题的文献数不胜数，但将二者结合的

研究还不多见。事实上，智慧城市重点在于引领人们更

好地进行互动交流，信息技术应用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发

展，提高城市竞争力，让生活变得更加智能化，更重要

的是能够提高城市居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参与性和影响

力。[6]当前，我国城市智能化发展还在摸索起步阶段，

社会排斥问题与社会融合必须加以重视，做到提早规

划，防患于未然。因此，研究智慧城市视角下的社会排

斥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社会排斥与智慧城市的文献综述

（一）社会排斥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社会排斥理论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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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由法国学者勒努瓦（Lenoir）于1974年提出，后来逐

渐演变为研究贫困问题的主要理论工具。许多学者和机

构对社会排斥问题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根据欧洲

基金中心（EFC）的定义，社会排斥指的是个人或群体

参与各类社会活动的权利受到否认、排斥或者未得到充

分实现。社会中的某些特殊群体，如年迈人群、低收入

人群、单亲家庭以及残障人士等，都容易面临社会排斥

的问题[7]。从个人角度看，社会排斥是由于个体未能对

团体做出足够的贡献、违反团体行为规则或缺乏足够的

交际能力以及存在某些不受他人喜欢的特征等[8]。除个

人因素外，制度性或结构性的宏观因素也被认为是社会

排斥产生的主要原因。如欧盟委员会将社会排斥的原因

主要归结为以下几点[9]：一是劳动力市场变迁。受到全

球化、技术进步、产业重组等因素的影响，就业市场平

衡和就业保障之间的平衡关系发生了改变，一些适应能

力较差的劳动力群体逐渐被边缘化。二是信息社会的发

展。由于信息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越来

越大，那些对信息技术一无所知和缺乏学习能力的群体

也容易被边缘化。三是社会人口变化。如老龄化、出生

率下降、社区及家庭结构变迁、人口迁移等，客观上也

使得部分群体被边缘化。四是领土主义或者地理偏见和

发展的极化。这使得一些区域缺乏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

物资，最终催生社会排斥。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和城乡结构转变的速度不断加

快，使得流动人口规模日趋增大。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街

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多达2.61

亿，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增加了1.17亿，

增长了81%。因此，社会融合和社会排斥问题也受到了

学者们的高度关注。从受排斥群体自身来看，性别、受

教育程度、收入、社会阶层地位、婚姻状况、党员身份

等都是影响社会融合和社会排斥的因素[10-11]；从外部环

境看，社区集体活动较多、城市居民互动交流越频繁的

地区越有利于增进社会融合。对中国而言，农民工和农

转非人员被认为是遭受社会排斥的主要群体，其受到排

斥的类别可以分为五个层面，即经济排斥、政治排斥、

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和社会福利排斥[12]。从经济上

看，现在农民工尽管在文化素质上有所提高，但在就业

环节上始终处于劣势，因此多被排斥在一级劳动力市场

之外。从政治上看，由于远离家乡，信息不通等原因，

农民工大多不愿回乡选举，而在居住地又无选举权，因

此无法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管理。从文化上看，由于农民

工习惯了传统农村的生活方式，难以与现代化的城市生

活方式相协调；从社会关系上看，城市居民往往对农民

工群体有一定的偏见和歧视，造成两类群体之间存在严

重的隔阂，进而导致农民工群体无法与城市居民正常交

流生活[13]。

（二）智慧城市与社会排斥

智慧城市最先由IBM提出，强调的是全面感知、充

分整合、激励创新、协同运作。不可否认，智慧城市建

设提升了城镇工作和生活效率，减少了污染排放，提高

了土地利用效率，大大缓解了城市扩张带来的环境压

力，有助于解决传统城镇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城市

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课题

组的报告指出，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但也面临一定的问题。例如，部分决策者对智慧城

市建设缺乏深层次的理解和思考[14]，网络技术只是实现

智慧城市的支撑硬件，而智慧城市运作的目的是要解决

社会的方方面面问题[15]。而国外的学者则注意到，智慧

城市的建设可能很难让所有城市居民都从中受益，反而

会加剧社会不公和社会两极化[16]。

先进的科技产品是智慧城市的核心要素之一。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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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些文化水平较低或观念传统保守的人群来说，普及

这类技术的应用往往存在一定的困难。这些人可能由

于缺乏学习和使用新技术的意愿及能力，而逐渐成为

信息贫困者[5]，这就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产生了“数字

鸿沟”。而在应对“数字鸿沟”这一问题时，我们又往

往过于注重新科技和新产品数量的普及。例如，拥有一

台电脑并不等同于能够自由地使用电脑获取想要的信

息资源。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贫困者和信息

富有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最终会变为创造财富能力

的差距，即贫富差距。智慧城市的另一个核心要素是

“人”，智慧城市因而也被认为是高素质人才、高创造

力群体（creative classes）的积聚区。这些群体将主要

从事教育行业、IT行业、高新技术行业。然而，智慧

城市还需要大量满足信息技术工作者的日常休闲和娱

乐需求的工作群体，即从事餐饮、娱乐等休闲服务工

作的群体。这些人属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低收入群体，

社会地位也不高，同上述高收入群体之间也容易产生

一定的隔阂[17]。此外，新群体迁入后，一些专为这类人

群建设的绅士化的休闲街区和娱乐场所也将逐渐兴起；

而本地一些居民和低收入群体则很有可能被排斥在这些

场所设施之外[18]。

就目前来看，智慧城市带来的社会排斥最有可能出

现在智慧交通方面。自2014年以来，汽车/电动车分时

租赁得到了极大发展。该商业模式是利用信息技术、通

信技术等高科技手段，让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与

电动汽车深入连接，更好实现车人、车车、车路、车网

等交互，将一辆电动汽车在不同时间段分别租给不同的

用户使用，用现有的车辆资源满足更多人的用车需求，

最大化地提高车辆在城市中的使用效率，最终实现智慧

用车。美国加州Greenlining Institute（http://greenlining.

org/wp-content/）的研究报告指出，分时租赁最大的

价值在于，让使用者便捷地完成公共交通覆盖范围之外

的“最后一公里”行程。因此，在相对偏远的居住社区

开展分时租赁业务是十分有必要的。而目前我国分时租

赁运营公司大多将租赁点设置在酒店、热门商圈、高档

住宅区以及大学城等已经具备良好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

区域，而真正最需要分时租赁业务的恰恰可能是城市郊

区、廉租房或城中村等城市公共服务不健全的地区。因

此，这一部分人也就面临了被排斥的风险。

在新技术问世的早期，社会排斥集中体现在不能适

应和使用新技术的群体身上。而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普

及，这一问题则体现在能否熟练使用新技术方面，即新

技术应用质量问题。由此可见，新技术带来的社会排

斥问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消失。我

们以美国城市的数据来进一步说明即便是在智慧城市

发展的高级阶段，社会排斥问题仍然普遍存在。2012

年，美国Fast Company(快公司）集团联合新泽西州立

大学对北美各个城市智慧发展程度进行评分（http://

www.fastcoexist.com/1680967/the-top-10-smartest-

cities-in-north-america#1）。表1给出了该报告中排

名前十的智慧城市相关数据。从2009年的一些统计指标

上看（参见美国城市数据库：http://www.city-data.

com），这些城市的确具有智慧城市的明显特征。首

先，人口文化素质非常高。在这些城市中，大部分25岁

以上的人口都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

人数占比也较高。其次，从事教育和科研等知识和技术

密集型行业的人占比较高，比例最高的超过40%；最低

的也占到了7%。此外，餐饮住宿、卫生保健、文化娱

乐等从事服务行业的人数也比较多，而从事低端生产性

行业的人数则较少。但相较于其他城市，这些城市可能

面临更多的社会排斥问题。首先，贫困人口较多。这里

所指的贫困人口指的是年收入在1万美元以下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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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美国、加拿大智慧城市相关数据

城市名称
25岁以上高中

学历人数比重

25岁以上本科

学历人数比重

本市贫人口

比重

本州贫困人口

比重

教育及科研行业

就业比重

贫困人口全职

就业率

波士顿 78.90% 35.60% 11.9% 6.9% 22.9% 2%

旧金山 81.20% 45.00% 7.1% 5.7% 39.2% 3%

西雅图 89.50% 47.20% 7.4% 6.4% 41.2% 2%

温哥华 86.00% 21.00% 7.5% 6.4% 12.3% 4%

纽约 72.30% 27.40% 11.1% 8.4% 26.5% 3%

华盛顿 77.80% 39.10% 11.9% 11.9% 25.5% 3%

芝加哥 71.80% 25.50% 11.5% 7.3% 37.4% 2%

多伦多 92.70% 11.20% 19.6% 20.4% 7.0% 0%

蒙特利尔 93.30% 22.90% 11.8% 16.4% 13.8% 0%

洛杉矶 74.30% 30.80% 25.9% 19.1% 34.4% 3%

除蒙特利尔和多伦多之外，其他城市的贫困人口比重都

高于或等于所在州的平均水平。其次，贫困群体绝大部

分被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仅有2%-4%的人获得全职

就业机会，绝大多数人则处于失业状态或仅获得兼职机

会。由此可见，智慧城市的建设，的确挤占了低素质人

群的就业空间，导致其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最终成

为贫困人口。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城市人口规模往往较

小，产业体系也不完善，缺乏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建

筑业，因此这种挤占效应格外明显。

三、研究设计

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很容易引发社会排斥问题，

因此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智慧城市应包含经济可持续

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环境可持续发展三大板块[19]。

从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我们有必要将社会

排斥纳入智慧城市建设框架中。要分析我国智慧城市建

设中的社会排斥问题，首先需要建立一套指标体系对社

会排斥现状进行测评。目前，在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方

面，影响力较深远的指标体系主要是由欧洲理事会提出

的Laeken Indicators（勒肯指数），该指标体系由欧洲理

事会于2001年12月提出，用于研究社会排斥和贫困问

题，主要包括贫困率、失业率、健康状况、基尼系数等

方面。2004年，牛津大学的Atkinson（阿特金森）等人

对该指标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20]。该指标体

系包含19个子指标，主要从收入分布、就业状况、健

康、寿命、家庭结构等方面来衡量社会排斥及社会融入

的发展程度。国内也不乏对社会融合和社会排斥问题的

研究。如黄匡时、嘎日达借鉴了欧盟社会融合指数，从

个体层面、政策层面、总体层面对农民工城市融合度

进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21]。杨黎源从风俗习惯、婚姻关

系、邻里关系等八个方面分析宁波市外来人口城市融合

情况[22]。王桂新和罗恩则对上海市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状

况进行了研究[23]。唐麟杰对残障人士的社会融合度进行

了指标体系研究[24]。由于数据获取不易，目前国内涉及

到指标体系构建和实证方面的文章还比较少，主要针

对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等特殊群体，而且大多关注单个城

市，缺乏对我国各个城市社会融入整体状况的研究。

社会排斥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概念，涉及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内容。构建社会排斥指标体

系要注重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可比性这几个原则，即选

取的指标要能充分反映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的概念内

涵，又要考虑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同时还要明确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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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统计口径和适用范围，以便进行对比。本文选取

了收入差距、生活保障、就业保障、科教保障、社会资

本等6个层面共计13项指标构建社会融合指标体系。除

了宏观指标外，本文还选取了一些基于调查数据得出的

微观数据指标（参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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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社会排斥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 -

工资差值 -

薪酬差* -

社会保障

医疗支出比重 +

社会保障支出比重 +

房价涨幅* -

就业保障 工作透明度* +

科教保障

科研支出比重 +

人口文化素质 +

文盲率 -

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员工中持有技能执照

人数比重

+

社会组织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

社会组织员工中大学以上学历

人数比重

数据来源：除标有*号指标外，其他指标数据来源于各

城市2011年统计年鉴。

收入差距是经济排斥常用的指标类型。国外研究常

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布，但我国缺乏类似的统计

数据。考虑到我国具体国情，我们从城乡差距、行业差

距、个体差距来全面反映收入分布状况。城乡收入差为

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之间的对比；工

资差值为对各个行业部门工资总额求方差；薪酬差为微

观调查数据，衡量的是企业单位最高档工资和最低档工

资的比值。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005年企业调查数

据；其中针对中国的调查包含10000多个数据样本。我

们统计出每个样本的最高档和最低档工资的差值，然后

计算出该区域内所有样本差值的平均数，即可得到该区

域工资差值的平均水平。

社会保障主要衡量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由于部

分城市统计年鉴未将常用的医疗保险覆盖率、社会保险

覆盖率等指标纳入统计，本文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

出比重和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作为替代。此

外，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房价是生活成本的一部分，房

价涨幅过快对居民生活将造成负担，因此我们将房价涨

幅也作为社会保障因素之一。本文用2009-2011年房价

平均涨幅比作为指标值。

就业保障主要衡量就业市场是否存在歧视状况。国

外主要采用失业率、长期失业率、贫困人口就业率、女

性就业率等指标来衡量特殊群体是否受到就业排斥。由

于缺乏此类指标统计，我们用工作透明度来反映就业市

场歧视状况。该指标数据来自2008综合社会调查微观数

据，受访者对用人单位招聘及录用过程的公平、透明情

况进行主观评分，评分越高招聘过程越透明。与薪酬差

一样，我们将区域内所有样本的平均值作为工作透明度

平均水平。

科学教育是社会排斥研究中常见的问题之一。科教

水平较低的地区，社会排斥现象也较为明显。我们用教

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科研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文

盲率、人口文化素质来反映地区科教水平。人口文化素

质指的是常住人口中拥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数比重。

由于促进了社会信任、互惠、社会关系发展，社会

资本也被认为是智慧城市发展的必要因素之一[25]。而社

会组织是社会资本常用的衡量指标之一。由于多带有服

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等特点，社会组织被认为是不同

社会群体之间的润滑剂和粘合剂，同时还能促进知识和

技能的外溢。因此，社会组织有助于缓解、消除社会排

斥现象。我们用社会组织中员工人数占地区总人数比

重、社会组织员工持有技能执照人数比重，以及社会组

织员工中本科以上学历人数比重来衡量地区社会组织的

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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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慧城市社会排斥现象的实证分析

为了解我国智慧城市社会排斥现象，我们选取了20

个城市进行指标体系评价研究。选取的城市都为省会城

市或副省级城市。样本选取基于两点标准：①选取城市

都开始实施或准备实施智慧城市建设；②这类城市经济

实力较强，人口迁入迁出也比较多，容易产生社会排斥

问题。指标体系常见处理方法有层次分析法、熵权法、

主成分分析法、灰色聚类法，等等。本研究首先对各个

指标采取无量纲化处理，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

降维，减少信息交叉，以便能更好地分析数据。根据方

差贡献率（参见表3）可知，前六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

贡献率已达到82%，已经能完全地反映指标体系携带信

息，因此只需提取前六个主成分进行分析。通过SPSS软

件运算，可得到主成分载荷矩阵（参见表4）和主成分

得分（参见表5）。

结合主成分分析结果可知，在20个城市中，社会融

入度比较高的有沈阳（0.8280）、北京（0.7068）、哈

尔滨（0.4553）、上海（0.4283）、广州（0.3746）等

城市，社会融入度得分比较低的有成都（-0.3724）、

青岛（-0 . 4 5 4 4）、昆明（-0 . 5 3 6 9）、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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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方差贡献率

Component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1 25.418 25.418

2 15.006 40.425

3 13.674 54.098

4 10.972 65.07

5 8.947 74.017

6 8.444 82.461

表4　主成分载荷矩阵

1 2 3 4 5 6 综合

城乡收入差 0.481 0.177 0.231 0.474 0.156 0.308 0.3303

工资差值 0.492 0.159 0.005 -0.366 -0.621 0.229 0.0887

薪酬差 -0.796 -0.258 0.289 0.022 0.09 0.214 -0.2097

医疗卫生支出比重 -0.482 0.387 0.519 0.218 -0.234 0.275 0.0396

社会保障支出比重 -0.109 0.436 -0.27 0.526 0.347 -0.225 0.0856

房价收入比 -0.138 -0.507 0.498 0.444 -0.165 -0.316 -0.0434

工作透明度 0.376 -0.304 -0.003 0.544 -0.193 0.537 0.1665

科研支出比重 -0.528 0.022 0.707 -0.214 0.108 -0.11 -0.0695

人口文化素质 0.646 0.369 0.344 -0.135 0.405 -0.012 0.3480

文盲率 0.098 0.851 0.327 -0.044 -0.041 0.066 0.2357

社会工作师执照人数比重 0.466 -0.003 0.392 0.081 -0.367 -0.505 0.1582

社会组织人口比重 0.603 -0.313 0.228 0.082 0.179 -0.135 0.2448

社会组织中高等学历人数比重 0.348 -0.424 0.346 -0.412 0.402 0.317 0.1087

（-0.6951）、贵阳（-0.8256）等城市；其余城市则

排名中游。从区位上看，社会融入度排名也没有按照东

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板块划分。社会融入度排名较

高的城市既有位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也有位于东北

和中部欠发达地区的城市。这说明社会融入度同经济发

展并没有很强的关联性。同时，上海、沈阳、哈尔滨、

北京等城市尽管排名很靠前，但也有一些主成分得分为

负，这说明即使是排名领先的城市在某些层面发展也

不尽如人意。另外，从载荷矩阵表可知，社会组织人

口、文盲率、科技支出、工作透明、人口素质等指标

在各个主成分上载荷系数较高，说明所提取的六个主

成分主要反映了这几个指标的信息；如果某个城市在某

一主成分上得分较高，说明其在该主成分对应载荷系数

较高的指标值上的得分也较高。对应每个主成分的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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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率，我们还算出各个指标的综合载荷系数：城乡收

入差、文盲率、人口文化素质、社会组织人口比重综合

载荷系数较高，也就是说，综合得分排名主要反映了这

几个指标的信息。此外，我们还发现，20座城市社会融

入度与北京国脉互联信息顾问有限公司2012发布的智慧

城市发展水平报告（来源：http://wenku.baidu.com/

view/39cd03cc8bd63186bcebbc14.html）中的评分不相

匹配。一些智慧城市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其社会融入度

得分较低，而一些智慧城市发展水平低的城市，社会融

表5　主成分得分

第一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 第三主成分 第四主成分 第五主成分 第六主成分 综合得分

昆明 -0.8342 -0.2163 -1.8297 1.0770 -0.8395 0.2429 -0.5369

南宁 -1.3150 0.2802 -0.4365 -1.2641 -0.6392 -0.1225 -0.6951

西安 -0.0046 1.5156 -0.6108 -0.8465 -0.0858 -0.2147 0.0300

贵阳 -1.0557 -0.9867 -1.1408 0.2365 0.8606 -2.2904 -0.8256

成都 -0.2673 -0.3858 -0.6216 -0.2803 -1.1972 0.5882 -0.3724

长沙 0.7083 1.1639 -0.3833 0.4219 -0.3993 -0.2849 0.3597

上海 1.8969 0.0184 0.3961 1.0297 -1.2794 -2.2934 0.4284

宁波 0.1922 -1.7719 0.3394 0.6316 -0.8982 1.2600 -0.0938

南京 -0.2838 -0.2706 0.3826 -0.0686 0.7845 -0.1934 -0.0176

广州 1.4276 1.4596 -1.2345 -1.3588 0.2755 0.1434 0.3746

福州 -1.5922 0.6824 1.1739 0.5447 -0.1559 -0.4326 -0.1650

青岛 -0.4870 -1.2258 0.2676 -0.9888 0.4631 -0.3150 -0.4544

哈尔滨 0.5010 0.2117 0.8927 1.2444 -1.5648 1.0393 0.4552

长春 -0.3485 1.1090 -0.2658 0.4620 -0.3271 1.3370 0.2190

沈阳 -0.0901 0.9304 0.7299 2.3035 2.2916 -0.1123 0.8280

石家庄 -1.2970 -0.1343 2.0433 -0.9300 -0.6261 -0.3123 -0.3174

合肥 1.2830 -2.0897 -0.7537 -0.0165 0.4313 0.1171 -0.0546

呼和浩特 -0.5627 -0.1034 -1.1433 -0.0471 1.2813 1.1730 -0.1325

北京 1.2507 -0.4364 1.1378 -0.6395 1.4551 1.1788 0.7069

天津 0.8783 0.2496 1.0567 -1.5112 0.1694 -0.5083 0.2635

智慧城市发展水平（高） 广州、宁波、北京、上海 社会融入度（高）
沈阳、北京、上海、哈尔

滨、长沙

智慧城市发展水平（中）
南京、福州、青岛、天

津、成都、长春
社会融入度（中）

广州、天津、长春、西

安、南京、合肥、宁波、

呼和浩特

智慧城市发展水平（低）

长沙、合肥、哈尔滨、西

安、昆明、沈阳、贵阳、

石家庄、呼和浩特、南宁

社会融入度（低）
福州、石家庄、成都、青

岛、昆明、南宁、贵阳

入度得分较高，例如沈阳、哈尔滨、长沙，社会融入度

和智慧城市发展水平对比参见表6。

在排名较高的几个城市中，北京和上海第一主成分

得分较高，这一主成分主要反映人口文化素质和社会组

织人口比重这两个指标。与其他东部发达省份相比，这

两个城市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其高

校数量、质量和在校大学生人数要领先于其他发达城

市；又由于是全国性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对外籍

考生的吸引力也要大于其他城市。高等教育的发展除了

表6　社会融入度和智慧发展水平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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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促进本地经济消费和本地区的基础建设之外，由于

不少大学生毕业后都会留在毕业院校所在城市就业，因

此有助于提高本地劳动力素质。此外，从外来人口素质

上看，北京、上海也有一定的优势。例如，根据上海统

计局的数据，2010年上海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平均受教

育年限分别为10.3年和10.55年，而2009年我国15岁以

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5年。这也就是说，尽管外

来人口可能主要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居民生活服务业

等低端行业，但其社会适应能力较强，文化素质较高，

与本地居民有明显差异，因而在面临职业、生活方式和

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转变时能够较快地融入社会。哈尔

滨、沈阳、长沙这三个城市综合排名比较靠前，第二和

第四主成分得分较高。而第二主成分和第四主成分又主

要反映了文盲率、城乡收入差、社会保障支出、房价收

入比、工作透明度等指标。以城乡收入差距为例，这三

个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分别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

高1.62、1.43、1.56倍，而其他城市这一比值在2.0倍

到3.5倍之间。朱云章和刘小翠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对劳

动力流动和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

结果都发现劳动力流动规模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长期

均衡关系，其中城乡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格兰杰成

因，但劳动力流动对缩小或者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确

不显著[26-27]。因此，可以推测，由于这几个城市城乡收

入差距较小，农村劳动力进城流动规模较其他城市小，

因而所催生的社会排斥问题也不如其他城市显著。

五、结论和建议

智慧城市已经成为当今城市发展的新形态，但其发

展可能引发一定的社会排斥问题。鉴于此，本文从收入

差距、社会保障、就业保障、科教保障、社会资本等方

面构建了社会排斥程度指标体系，并选取了20个正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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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或准备进行智慧建设的国内城市进行横向比较。同

时，为更好地揭示社会排斥和智慧城市发展的关系，本

文还将10个美国城市纳入分析范畴。

研究发现，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智慧城市建设不

但不能提高社会融合度，相反还有可能加剧社会排斥问

题，这主要是因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数字鸿沟加剧。我国

智慧城建设过程中影响社会排斥的因素主要有：①城乡

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越大，为获得更高劳动报酬从

而流往城市的劳动力规模也越大，因此客观上较容易引

发社会排斥问题。②个人文化素质。对于个体来说，文

化素质越高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能力则越高，同时参与

社区管理、表达自身诉求的意愿也越高，有助于更好地

融入社会。③社会组织规模。参与社会组织的人口越

多，说明居民之间互动交流和互惠互助越频繁，客观上

有利于提高社会融合程度。④产业结构。知识和技术密

集型产业比重过高时，会提高就业时的文化素质要求，

从而挤占低素质劳动群体的就业空间。

我国智慧城市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

展，农村人口会大量进入城镇，都市圈人口的积聚虽然

降低了知识技术的外溢成本，但这种外溢很多时候不

是自发的过程，信息技术产品也不会自发地促进城市发

展。因此，城市建设关键在于促进城市居民间的互动交

流，提高社会融合度。首先，要帮助信息贫困者掌握和

使用信息技术，开展一些信息技术普及宣传活动，为贫

困者免费提供信息产品试用等，以免更多人跟不上信息

技术发展。第二，社会排斥更多时候是一种自我感知的

现象，有些人尽管在工作岗位上获得了较为公平公正的

待遇，但在日常生活中仍然受到疏远和排斥。这主要是

因为人与人之间缺乏互动交流，因此需要强调社区团

体、社会组织的作用，以增强居民之间的互动互信，消

除彼此之间的隔阂。第三，由于我国城市在较长一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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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还肩负着城镇化和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任务，从产业

布局上看也需要发展一些适合农转非人员就业的产业。

总而言之，智慧城市建设的目的是满足全部城市居民的

生活需求，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利用信息化系统提高自己

的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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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资讯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正式发布

推进智能制造，能够有效缩短产品研制周期，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运营成本和资源能源消耗，加快发展智

能制造，对于提高制造业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培育经济增长新能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贯彻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国制造2025》，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组织

相关单位和专家，通过大量的研究和调研，在充分听取了专家、行业协会、重点企业及各地主管部门的意见基础上，编制

完成了《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下称《规划》）。

《规划》作为指导“十三五”时期全国智能制造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十三五”期间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指导

思想、目标和重点任务。

《规划》提出智能制造发展的指导思想是：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贯彻落实《中

国制造2025》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署，将发展智能制造作为长期坚持的战略任务，分类分层指导，分行业、分步骤

持续推进，“十三五”期间同步实施数字化制造普及、智能化制造示范引领，以构建新型制造体系为目标，以实施智能制

造工程为重要抓手，着力提升关键技术装备安全可控能力，着力增强软件、标准等基础支撑能力，着力提升集成应用水

平，着力探索培育新模式，着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打造我国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建设制造强国

奠定扎实的基础。

《规划》提出2025年前，推进智能制造实施“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到2020年，智能制造发展基础和支撑能力明

显增强，传统制造业重点领域基本实现数字化制造，有条件、有基础的重点产业智能转型取得明显进展；第二步，到2025

年，智能制造支撑体系基本建立，重点产业初步实现智能转型。

《规划》提出了十个重点任务：一是加快智能制造装备发展，攻克关键技术装备，提高质量和可靠性，推进在重点

领域的集成应用；二是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布局和积累一批核心知识产权；三是建设智能制

造标准体系，开展标准研究与实验验证，加快标准制修订和推广应用；四是构筑工业互联网基础，研发新型工业网络设备

与系统、信息安全软硬件产品，构建试验验证平台，建立健全风险评估、检查和信息共享机制；五是加大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推广力度，开展智能制造新模式试点示范，遴选智能制造标杆企业，不断总结经验和模式，在相关行业移植、推广；六

是推动重点领域智能转型，在《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领域试点建设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在传统制造业推广应用数

字化技术、系统集成技术、智能制造装备；七是促进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引导中小企业推进自动化改造，建设云制造平

台和服务平台；八是培育智能制造生态体系，加快培育一批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大力发展龙头企业集团，做优做强一批

“专精特”配套企业；九是推进区域智能制造协同发展，推进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建设，加强基于互联网的区域间智能

制造资源协同；十是打造智能制造人才队伍，健全人才培养计划，加强智能制造人才培训，建设智能制造实训基地，构建

多层次的人才队伍。同时《规划》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创新体系、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创新金融扶持方式、发挥行

业组织作用、深化国际合作交流等六个方面的保障措施。

《规划》作为“十三五”时期指导智能制造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将统筹国内智能制造发展，加快形成全面推进制造业

智能转型的工作格局。


